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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危机事件冲击下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试图以嵌入性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定情况下所形

成的集体行动的共意性、阶段性和边界性, 探讨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 从一个侧面

回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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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危机事件冲击是一种非预期的因素对社会正

常运行的干扰。以 SARS 事件为例, 经历了从集

体无意识- 社会惊恐和集团行动 ) 社会动员多阶
段过程。像人类所遭遇到的一切灾难一样, SARS

也是起源于人类集体无意识。SARS 之所以能够

在中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 最根本的原因是人

类的非生态意识和非健康意识。同样, 它的大规

模扩散和蔓延也同样归因于此。面对突发危机事

件,这种集体无意识让公众不知所措, 这是 SARS

在我国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SARS 在我国发展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引起社会惊恐。当 SARS 开始

感染扩散的时候,这些信息并没有在早期的媒体

上得以正面披露。相反, 广州市民纷纷通过电话、

手机短消息和互联网等方式求证事态发展, 同时

又通过这几种渠道把消息传播出去。一时间内各

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出于对疾病的恐慌心理,广

州出现了抢购板蓝根、白醋、口罩的风潮。与此同

时,一些关于抢购风潮的报道在广东和内地流传。

这一阶段, SARS 疫情始终未能被主流媒体所正

视。由于主流媒体信息的缺乏和小道消息的渲

染,由于不了解它的传播途径和危害程度,公众对

它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心理。集体恐惧扩大到一定

的范围和程度,引起了社会惊恐和集体行动,甚至

出现了全国部分地区局部/抢购0和/逃亡0过度反
应现象。SARS在我国发展的第三阶段的特征是

社会动员。由政府组织发动防治 SARS的社会动

员得到了广泛社会公众的响应, 形成了至上而下

和由下而上的社会动员。

集体行动可以看做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对集体行动研

究之后, 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 向一个一般性的

假设 ) ) ) 即由个体组成的各个群体将按照它们的
共同利益而行动,正如单个个体将按照自己的个

人利益而行动那样 ) ) ) 提出了挑战。事实上, 奥

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

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 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

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贡献来进行分配,从而扣留

没有做出贡献的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

是一个/搭便车者0; 但是, 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

车, 那么集体行动的动员将如何产生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在什么时

候和为什么, 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奥尔

森提出可以使用强制力或是外在诱因,促使潜在

成员参与。于是,奥尔森提出选择性诱因( selec-

tive incentives) , 也就是提供参与者利益而排除不

参与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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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共意性

在奥尔森看来,集体行动可以通过提供选择

性激励来实现。在本文看来还可以通过突出强调

集体性灾难的威胁来引发。从 SARS危机事件对

我国的冲击所引发的集体行动来看,是属于强调

集体性灾难的威胁所引发的共意性的集体行动。

共意性的集体行动是指集体行动的目标享有最广

泛的态度上的支持(占总人口的 80% ~ 90% ) ,并

且没有或很少遭到有组织反对的集体行动。

在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集体行动的早期,积

极参加集体行动的成员是那些相信群体能够在个

人努力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其他人则一

直游离在运动之外, 直到他们确信群体行动不但

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当这些其他

人慢慢接受了群体行动的必要性时,他们将有理

由相信,他们的集体命运掌握在群体的手中。这

个群体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这样一个信

念,即除非大量的人们加入到群体的努力中去,否

则没有人能够受益。在这一情况下, 每个个体都

必须估计由于参加集体行动而导致的他或她的潜

在个人损失。这一自我反省并不是作为逻辑一部

分而运行的, 而是把人们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相

分离的个体逻辑。因此, 个体可以决定, 一旦个体

成为群体的一员并接受了基本的群体逻辑 ) ) ) 即

集体努力将使他们都受益 ) ) ) 搭便车问题就会减
弱。集体逻辑将在个人关系的背景中取代个体逻

辑,在这一背景中,成员之间的个人纽带激活了他

们各自对群体的义务。特别是集体性灾难存在使

集体有共同的命运感, 就会克服搭便车问题的集

体逻辑。因此, 在此克服搭便车的两个重要条件

分别是:其一是/可行性标准0, 即除非大多数成员
参加,否则没有人能够获益这样一种认识。其二

是/贡献能力标准0即人们无法对他们各自的贡献

能力做出区分。在 SARS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的

共意性集体行动中, 这两个条件都存在。对共意

性集体行动来说,搭便车现象更接近奥尔森最初

阐述的利益集体模型。

集体行动的阶段性

如果我们假设,对于大多数集体行动参加者

来说,他们普遍都有一种集体命运感以及紧密的

人际关系和责任感的话,那么在何种条件下,集体

逻辑才会不仅取代了个体逻辑, 而且还鼓励人们

采取集体行动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的集体行动首先是社会性

的, 它们发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中,除了社会建构

的纽带和网络, 对集体行动的理解要把它放入特

定的社会过程中, 才是有意义的。

回顾 SARS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的过程来看, 可以把它分为: 第一阶段:认知解放。

即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出现的意识的转变。在

SARS危机事件冲击我国的过程中, 这一转变的标

志是关于 SARS的传播从小道消息传播发展到主

流媒体全面、公开报道, 使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对

SARS有了科学认识和共同认识。第二阶段:公共

话语沟通。在 SARS 冲击我国的过程中, 大众媒

体对于集体行动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甚至可以从大众媒体来理解集体行动的动员

潜力的形成与激活。在集体行动任何的特定时

刻, 鲜明的行动主题也需要大众媒体的包装。同

时,集体行动自身也为公共话语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他们不仅是大众媒体的素材而且也影响了媒

体讨论的结果。第三阶段: 集体行动共意的形成

和动员。集体行动共意的形成是指对一个社会行

动者来说,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

体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 是要产生出

一群接受集体行动的理念并参加社会运动的个

体。而在集体行动共意的动员中, 是要激活集体

行动的参与者, 集体行动组织要尝试把个体对行

动的理解与组织对行动的理解连结在一起, 实现

两种解释的相互一致且相互补充。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一时期, 要实现具体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

的合法化。第四阶段: 集体行动的集体认同感。

集体行动是一种社会建构, 集体行动是行动者借

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

程。对于集体行动来说, 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形

成一个集体认同感。为了形成集体认同感, 一个

群体必须把自己界定成为一个特定群体, 而它的

成员则必须发展出关于集体行动的共享观点, 发

展出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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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边界性

集体行动的边界标示了群体关系的社会领

地, 边界标记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它促成了人们对群体共同体的更深

认识, 并架构了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

但正是集体认同感的生产,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

的后果:一旦某个集体行动组织尽力去构建一个

认同感,它就很难控制对该认同感的消费,除非这

个认同感是高度排他的。在这个意义上, 集体认

同感变成了一种公共物品,所有人都可以消费它

而无须为它的生产做出贡献。我们发现, 随着嵌

入于群体中的行动者这一研究角度的出现, 搭便

车问题失去了其重要性。在 SARS冲击所引发集

体行动过程中,因为任何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或潜

在的参与者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特别在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人们主要的社会网络往往与

他们生活的地域空间大部分重合。也就是说,在

一定区域内集体认同感不仅是社会网络传递的内

容, 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被当作选择性激励来使

用,促使集体行动的边界更加明显。这就很容易

解释为什么在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期间, 农村地

区一些乡村在全国共同防治 SARS 集体行动中,

自己断路设卡把乡村与外界自行隔离的做法,并

赢得绝大部分居民的支持。所以, 嵌入性这一角

度所看到的是个体通过即存的纽带和群体亲和力

嵌入于集体行动的程度。否认这种嵌入性的存

在,不但歪曲了选择过程的本质,而且使得理性选

择取向的研究不可能看到一整套在许多场合中起

决定作用的选择性激励。

结语

(1)通过分析 SARS危机事件, 我们可以发现

当以下四个条件得以满足时, 我们就可以置集体

行动的搭便车逻辑于不顾了。其一, 一种强烈的

群体命运感;其二,相信群体作为一种策略的可行

性。其三, 个体无法按照他们的贡献能力把自己

和其他群体成员区别开来;其四,群体成员之间的

紧密个人纽带, 足以在面临搭便车的冲动时, 激活

群体责任感。

( 2)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我们发现一个

特定的集体行动要实现一定的目标并取得成功,

需要获得在五个结构性的因素支撑:其一, 广泛的

政府支持;其二,运动组织的有效领导;其三,基础

性支持的联合, 包括市民组织和各种网络及其资

源的整合;其四, 大众媒体全面、公正报道; 其五,

慷慨的制度化资助。其六,广泛的公众支持。

( 3)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 我们发现信息

公开和透明的大众媒体政策非常重要。世界上各

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通常情况下都是作为公共部

门存在, 信息传播权力也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

大众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 使得它

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职责。在这种情况

下,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若仍采取传统的/外松内

紧0的策略,人们通常面临着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

性、不对称性,如果无法从正式信息渠道得到官方

消息, 各种消息就会通过非正式渠道迅速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就往往有失真性、放大

性和快速性, 容易加剧人们的恐慌。

( 3)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的社会后果, 我

们发现 SARS等传染性疾病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影

响和很强外部性的公共风险,具有关联性、不可分

割性和难以识别性,这种公共风险不能像私人风

险那样通过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化解,而只能按集

体行动的逻辑由政府来应对。政府存在的天然合

理性就在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政府提供公共

产品的过程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是内在

统一的,公共产品存在的最终合理性在于抵御公

共风险。市场机制与私人风险相适应, 政府公共

产品与公共风险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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